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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双色影印版，16开，共四册：1-3册，顺治朝至道光朝（1850年）的硃批、奏折、供单等记载教
务教案的档案；4册，宫中活计档等记载传教士在宫廷服务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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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清末，由于贵州处于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对天主教的支持，使贵州的天主教活动异常活跃。然
而，在开教之前，由于清政府的阻挠，再加上贵州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地形障碍，使得禁教时期天
主教在贵州的活动并不是特别活跃，留下的中外文记载并不多。周健钟比较早地注意到天主教在禁教
时期在贵州的发展情况。他运用《清实录》中的记载，以“法国传教士梅耶（Moye）带着中国‘传教
先生’孙本笃来到贵州省务川县毛田一带”为标志，认为“天主教传入贵州，始于1772年（清乾隆三
十七年）”。 此外，他还总结了《实录》中记载的1773年蒋登庸教案，1800年的胡老楞佐、罗保纳教
案，1811年的廖廷级、顾占鳌教案，1814年的张大鹏教案，1834年的刘文元教案，1839年的郝开枝教案
。 后来，一些学者利用新发现的材料，为清末开教之前天主教在贵州的情况提供了更多细节。明秀丽
利用德望《百年前贵州开教史》等材料，描述了天主教初传贵州的情况。她将天主教传入贵州的上限
提到16世纪中期，认为当时“即有传教士深入贵州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务川县开展传教活动”。
然而，直到1706年耶稣会杜克蒂主教逝世，“均未有外国传教士在黔活动的记载”。因此，贵州天主
教传教史有“先有教徒而后才有传教士”的反常现象。 明秀丽认为，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四条，一是“入京官吏奉教后带回里籍”，二是“随永历小王朝而传入”，三是“随流放犯中教徒而
传入”，四是“随在外地经商而信教者传回”。 直到1759年（乾隆二十一年），才有博德神父
（Pottier）到贵州进行传教活动。 此外，明秀丽还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籍“传教先生”在禁教时期对贵
州教务发挥的重要作用，介绍了孙本笃、罗宋氏保纳、蒋若翰、朱荣（赵奥斯定）、张大鹏、吴国盛
、唐若望等著名的“传教先生”。 虽然明秀丽也根据《清实录》整理了禁教时期贵州的教案，并补充
了德望的材料， 不过大体上与周健钟的论述大同小异。受到明秀丽对“传教先生”这一群体分析的启
发，学界对开教之前贵州天主教的考察不再局限于教案，而开始关注不同的群体在天主教传播中所扮
演的角色。一些学者关注天主教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情况。秦和平初步论述了天主教在布依族
地区的传播概况， 而彭建兵进一步补充了天主教传布布依族地区的细节，从布依族天主教入手，考证
天主教传入贵州的确切时间，分析万历年间说、清初说、明末清初说，并说明贵州天主教与南明朝廷
的关系。 此外，彭建兵还从心理的角度出发，考察天主教对布依族信仰文化心理的影响。 而另一些
学者则关注妇女在贵州天主教史上发挥的作用。张先清利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
》，简略地勾勒出了基层妇女信徒的情况。 然而，学界对贵州天主教史的关注却大多忽略了所使用材
料的主体性。虽然许多学者都使用了清政府的档案，但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大多是材料的客体，也
即是档案中被描述的对象——天主教。对于材料的主体，也就是清政府，反而着墨不多。笔者打算以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以下略称“清档”）为例，从禁教时期贵州官府对教案
的描述，考察地方官府对禁教是出于什么考虑，他们对禁教的原因进行了哪些方面的话语建构。纵览
清档，贵州官府响应朝廷的要求，在贵州进行禁教。在向皇帝解释具体的禁教情况时，许多官员都表
示担忧少数民族这个群体与天主教的结合。关于天主教向贵州少数民族传播的最早时间尚难确定。如
上文所述，明秀丽认为，早在16世纪中期，“即有传教士深入贵州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务川县开
展传教活动”。然而，这种说法“缺乏必要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材料佐证”。 有传教士也曾经认
为，贵州少数民族的天主教信仰由来已久：“贵州之有教友，不知始于何时？但在福音未传人以前，
十字架已先进入贵州，受土著人民之敬礼。传教士等宣化黔省内地时，发现此一可奇之事。在若干地
方，尤其在郎岱、水城一带，常见土著民族以烟灰划十字于前额，或以红布作十字缝于信上；重要村
庄入口处，亦以木作十字形钉树上敬礼；妇人生子，则延道士在额上击伤痕取其血，画十字于纸上，
悬于门首谓有逼邪之力；人死则于其绝气之屋上开一孔，悬一木十字。” 当然，传教士的说法同样是
推测，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天主教传入贵州的确切记载大约是在明末清初。秦和平指出，“1652年，
南明政权永历皇帝从广西逃至安龙，建立朝廷，在此驻扎4年（1652-1656）。据说，有两名外籍传教
士来此活动。”安龙靠近黔西南的布依族聚居区。不过，“尽管有传教士及教徒的活动，因其身份限
制，他们欲向布依族民众传播天主教似不可能。” 民国《兴义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天主教传入
兴义，自明永历王播迁安龙时，即有两位法教士随驾，传教盘江八县。清初粤黔接壤南盘江一带犬牙
地，黔省疆吏利用移民政策，鼓励遵义属（桐梓、绥阳、湄潭等县）贫民至泥荡大山，从事开垦。其
间杨、王、蒋三姓，传奉天主教。” 兴义县位于黔西南，境内少数民族众多。《县志》记载了明末清
初时天主教在该县的传播情况。不过，根据《县志》的记载，则很难判断当时的天主教是否有向当地
的少数民族传播。而王伟则认为，“天主教传入贵州是在清康熙四十三年（1714年），始于意大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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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会都嘉禄兼任贵州首任代牧时派遣传教士亚比亚立等到贵州考察的这一时期。而正式传入布依族地
区是在1797年至1800年期间。” 总述各家观点，在1797年之前，天主教与贵州少数民族的联系并没有
确切的证据。然而，即使在1797年之前贵州少数民族与天主教的联系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贵州的地方
官员就已经开始防范少数民族与天主教结合了。根据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蒋登庸教案中贵州巡抚
图思德的奏折，图思德称蒋应聘等天主教徒“胆敢妄称天主教名色，收藏邪书铜像，崇奉拜诵，煽惑
愚民，大干法纪，而苗疆边地，尤关紧要”。 在图思德的论述中，天主教是“煽惑愚民”的，而令事
态更严重的是贵州地处“苗疆边地”，他担心天主教与“苗”的结合会使边地不稳定。另一个更明显
的例子是1785年（乾隆五十年）贵州巡抚永保的奏折。在此折中，永保引用福康安奏折，“近闻西洋
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者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
，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在转述了福康安对陕甘两省之教案与回乱的描述，以及对天主教与回民合
作的担忧之后，永保开始描述本省的情况，“臣查黔省僻处边隅，民少苗多，其邪教匪徒或恐潜来煽
惑，前此因陕甘回匪田五等肆逆不法，臣到任后，曾经详查黔省所属各处，向无入籍回民，惟省城及
一二冲衢间有回民数户或十余户⋯⋯往返生理，各安生业，尚无传教念经之事⋯⋯臣仍留意防范，缜
密察访，如有西洋人与地方民回人等私行勾结，煽惑情事，即行彻底查办，断不敢视为具文”。 在这
个例子中，永保受到陕甘两省教案与回乱的影响，察访贵州天主教的情况。在奏折中，永保受到天主
伊斯兰同源说的影响，担心天主教徒会与回民合作，而没有留意到两教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永保的
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位于黔西北的威宁县，“回族虽奉穆罕默德教，实则知之者鲜，除阿烘外殆
无余人⋯⋯然体质强悍，赋性狡黠”。 可见，在当地士绅看来，回民信仰薄弱，但性格狡黠。对永保
来说，贵州回民这个群体虽然人数并不多，但“无传教念经之事”，信仰薄弱又秉性狡黠的这个群体
是容易与天主教合作“煽惑情事”的。当然，永保也没有落下苗民这个在贵州人数更多的群体。他所
管辖的贵州“民少苗多”，他也担心天主教徒会前来与“苗”合作，“煽惑情事”。从上述的例子可
见，在1797年之前，即使没有看到天主教确切地传入贵州少数民族的记载，留意到天主教已经传入贵
州，贵州的地方官就开始防范天主教与少数民族合作了。在他们的奏折中，贵州地处“苗疆边地”是
很重要的表述。由于“苗”的存在，他们担心天主教会与少数民族合作，在这个民苗杂处的多民族地
方“煽惑情事”。1797年之后，有确切记载天主教已经传入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然而，贵州的地方
官员并没有改变对少数民族与天主教合作的防范。在他们的叙述中，贵州“苗”多依然是天主教能够
“煽惑情事”的原因。天主教传入少数民族地区与否，并不影响官员们对防范天主教的解释。根
据1812年（嘉庆十七年）顾占鳌教案中贵州巡抚颜检的奏折，他形容“黔省远处边徼，所属在在苗疆
，控驭难防，维最关紧要，是以臣于到任之后，诚恐有外来匪徒潜居境内，煽惑滋事”， 又称“黔省
地方汉苗杂处，山多田少，土瘠民贫，本境无恒业之人，外来多非安分之辈，臣到任后严饬各属留心
查缉，有犯必惩”。 可见，颜检认为贵州位于“苗疆”，“汉苗杂处”，这种民族复杂的背景会使得
“外来非安分之辈”容易“煽惑滋事”。具体到天主教的情况，颜检称，“臣到任以后，日与司道讲
求吏治，体查民情，所属各郡苗多汉少，散处荒山，罔识宪章，最易煽惑如天主教及拐贩，奸徒固当
认真查办，而沿边各府多与川粤连界，川省之啯匪，粤西之会匪，一经该省，查拏严紧，即恐窜入勾
结扰害，尤不可不加意严防”。 颜检总结到，“总之，贵州係苗疆要区，各种匪徒最虑其勾串地棍，
煽惑苗民，而缉匪兵役又恐其藉事生风，惊扰苗寨，臣惟有尽心竭力，诸事渐次整顿，务使不藏奸宄
，不扰阖闾”。 这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颜检与1797年天主教传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之前的官员的口
径一样，也认为因为贵州“苗多汉少”，而苗人“罔识宪章”，容易使得天主教“煽惑”，所以要严
加防范，但是，与前任的论述相比，颜检的上奏多了具体的考虑。如上所述，1797至1800年期间，也
即是嘉庆初年，是天主教正式传入布依族地区的时间。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在靠近贵州的川楚地
区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而当地的少数民族在这场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这段时期内
，1800年贵州发生了胡老楞佐、罗保纳教案。虽然这场教案并没有涉及到少数民族，但是，嘉庆初年
的混乱使得贵州的地方官不免会怀疑天主教会借助少数民族之手与白莲教之类的反清势力有牵连。所
以，到了嘉庆中期，颜检会在奏折中将天主教与来自四川、广西两省的会党势力一并提及。当然，贵
州地方官员对天主教与少数民族联手的担忧不无道理。事实证明，在开教之后，天主教在少数民族地
区颇受欢迎。黔西北的威宁县“苗民有生、熟两种⋯⋯熟苗颇知信仰，近日多入耶稣教，感化甚速，
勤于畜牧农业，衣服装饰已改旧观”。 黔南的定番县（今惠水县），“苗夷因为愚昧的多，尤其沉在
鬼神的氛围中，不能自拔”。 又据民国《册亨县乡土志略》记载，位于黔西南的册亨县境内有不少少
数民族，著者称之为“夷苗”，而“夷苗人中亦有皈依基督教者，如县属第七区之落央，第六区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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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第一区之者述，均设有天主教堂。其主持为法籍教士，到此已久，精通汉夷语言，与夷苗随时接
近，往往殷殷劝导，循循善诱，颇得苗夷信仰，其居心用意殊耐人寻味”。 而位于黔东南的黄平县，
同样境内有许多少数民族，当地县志也称“苗犵狡黠者争奉天主、耶稣，借以生事”。 可见，即使到
了开教多年之后，贵州本地的士绅依然对天主教与“夷苗”有牵连颇为怀疑，对传教士的目的“耐人
寻味”，认为“夷苗”愚昧，容易受煽惑，与天主教联合容易“生事”。明秀丽解释天主教容易受少
数民族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朝廷“对贵州地方的政治统治和思想专制统治相对内地薄弱，尤其是
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儒学思想的影响十分有限”。当时的贵州，“生产水平滞后，
广大的少数民族农民除受官府压迫外，还要受汉族地主或本族土司领主的残酷剥削，生活极端贫困。
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时，他们渴求精神上的出路，简单的原始宗教无法解释生活悲苦的原因，更无法
为他们提供解脱的出路。这样的物质精神生活状况，正是天主教传入贵州的社会基础”。 对比1797年
天主教传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前后，禁教时期贵州地方官员针对天主教与少数民族可能的联合的口径
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无论是1797年之前的图思德、永保，还是1797年之后的颜检，他们在奏章中
都解释，贵州由于地处“民苗杂处”的边地，“苗”容易受煽惑，所以要严加防范天主教与“苗”的
联合。这种口径是前后一致的，并不受天主教是否传入少数民族地区所左右。一来，贵州地处偏僻，
与其他省份相比，先有教徒而后才有传教士，传教士人数不多，天主教的影响较小且传入甚晚。虽然
天主教在禁教时期已经传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但贵州的地方大员在他们的奏章中并没有提及。这些
都可能使得地方官员对天主教与少数民族联合始终处于防范阶段。天主教对贵州有真正的影响还是要
到开教之后。二来，虽然禁教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的政策，但是，到了地方，具体的对天主教的认识
与关注点会有地方特色。在贵州，即使到了开教之后，地方士绅的舆论对天主教传入少数民族地区是
有所怀疑的，认为天主教容易煽惑少数民族。对地方官员来说，贵州地处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相较于
其他省份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相较其他省份的官员，他们会强调贵州地处“苗疆”，更
关注少数民族与天主教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否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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